
沉 默 不 是 金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
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 而是好人的
沉默。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
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
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文革”期间，
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 或者造反
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
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
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
就是那些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
道”的事。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
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
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
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
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
护的机制。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
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 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
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
“合群”。

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
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 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

需要的力气就越大。 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 面对
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 人们往往不会顺
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 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
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
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 “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

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
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 它被
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
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
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
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
象迅速地瘪下去。

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
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
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
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 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
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直视生活中的沉默， 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
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 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
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 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
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
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摘自重庆大学出版社《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
默和否认》 刘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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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

1970 年初， 我被调到空军某基地航行调度室工作。
航行调度（现称航空管制）作为空军指挥系统的一部分，
指挥用语应简洁、准确、及时，但当时在极“左”思潮影响
下，普遍把语录和政治口号加到其中，不这样，轻则是单
纯军事观点，重则是态度问题。类似下面的指挥对话，现
在看来十分可笑，但在当时很正常（假设机场塔台呼号
为“长江”，飞机呼号为“4836”）：

4836：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长江，长江，4836
叫。

长江：长江回答 4836，声音好，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
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有事请讲。

4836：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
示办事。 4836 检查好请求开车。

长江：以林副主席为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4836
检查好可以开车，场面风 45 度，3 到 5 米，由南向北起飞
（“开车”是指开动飞机的发动机；“场面风”是指机场的
地面风；“45 度”是指风的来向是方位 45 度，即东北风；
“3 到 5 米”是指风速每秒 3 到 5 米）。

4836： 不打无把握之仗， 不打无准备之仗， 长江，
4836 工作好，请求滑出。

长江：要过细地做工作，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
往搞错。 4836 检查好可以滑出，左转，2 号进跑道。

4836：明白。
4836：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长江，

4836 检查好请求起飞。
长江：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4836 检查好可以起飞，

上升到 1200 叫（意为上升高度到 1200 米报告）。
4836：明白。
4836：长江，4836 高度 1200，请求上升到航线高度 1800，沿着

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 工作好，请求再见。
长江：没有相对飞行，可以上升到 1800。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

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4836 工作好，短波联络好，再见。
这样指挥到底好不好，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但不会有人说

话。
一次，一架飞机来降落，吴参谋指挥，他是 1960 年入伍的老

兵，我跟班见习。 当时天气复杂，机场云高 100，小雨，能见度 1 公
里。 飞机过近距导航台后才出云，高度高了且偏离航线，必须立
即复飞， 吴参谋急忙发口令：“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
王，4836 复飞！ ”“明白！ ”飞机从起飞线塔台上空呼啸而过，我们
清楚地看到起落架收起， 这种机型， 过近台到着陆只需二十多
秒。 事后，在回调度室的路上，我犹豫再三还是开了口：“吴参谋，
指挥飞机降落，能否挑短一点的毛主席语录？ ”他伸
手拍拍我的肩膀，没有说话，但我感到了老大哥的理
解和善意。 （摘自《南方周末》10.11 张晓诺/文）

1997 年 3 月，修订后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公之于众。 新刑法最
大的变化， 就是取消了反革命罪，改
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天，距离 28
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
生徐建 （现任人大律师学院院长）于
1980 年写出 《“反革命 ” 罪名科学
吗？ 》的论文，喊出取消反革命罪的第
一声，已经整整 17 年。

“决心继承张志新的遗志”
1979 年春，张志新案获得彻底平

反。案件被报道出来后，震惊全国，激起了极大的愤慨。大
师姐（张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所遭受的这种惨无人
道的迫害，让徐建义愤填膺。他的父母在“文革”中也都受
过冲击，挨过斗，更让他感同身受。

徐建组织全系同学学习关于张志新的报道， 并以人
大法律系全体同学的名义，起草了《致辽宁高级法院的声
讨信》。 这封信以《鲜血的启示》为题，发表在 1979 年 6 月
16 日的《北京日报》上。

《鲜血的启示》这样写到：
张志新烈士的血没有白流，……作为后来的校友,未

来的政法战士 ,我决心继承烈士的遗志 ,做一个为捍卫人
民利益不怕以身殉职的包青天。

“反革命罪可以被当成橡皮口袋随意装人”
张志新案轰动全国之时， 正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颁布。 暑假过后，徐建进入了大二。
学完刑法总则后，开始上刑法分则课。分则的第一章

就是反革命罪。
《刑法》第 90 条对反革命罪的定义概括为：“以推翻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 危害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 ”

徐建一看到“反革命”这个字眼，立
刻就想到张志新事件，这让他感到本能
的反感。 “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
再沿用反革命罪了，如果继续下去不知
道要祸害多少人。 ”

他通过查资料了解到，反革命罪的
来源是中共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 1931
年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

在他看来，苏维埃时期共产党还没
有取得政权，是革命党，反对它就是反
革命，反革命罪有它的道理。 但是 1949

年中共取得政权，不再是革命党，而成为执政党，此时，犯
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就只能是国家政权了。“如果继续沿用
反革命罪， 就是根本没有搞清楚自己已经是执政党这个
重大变化。 ”徐建说。

当时上课的时候经常进行课堂讨论。 一次讨论的时
候，徐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反革命罪应该取消。 此言一
出，震惊课堂，连老师都惊呆了。

当时，给他们上课的教授是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会会
长、《刑法》主要撰稿人。 高铭暄鼓励徐建，他的论点和论
据都很有创新性，很有意义。

这促使徐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并写
出了《“反革命”罪名科学吗？ 》一文。 文章鲜明地提出，从
历史发展看，反革命罪已不适合当今形势：

应该指出， 一般意义上的反对革命与刑法意义上的
“反革命”并不能简单等同，前者指的是社会政治与自然
科学领域内的反动与倒退， 后者指的是刑法所规定的反
对现行统治关系要加以惩罚的犯罪。 在法律上继续沿用
反革命罪，必然混淆二者，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 十年动
乱期间，反革命的棍子遍地打，“四人帮”可以将反革命罪
当成橡皮口袋随意装人。

徐建根据《刑法》中犯罪的基本概念“犯罪是一种危

害社会、触犯刑律的行为”推论：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
罪的根本标准，应该是犯罪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不是
其犯罪思想。

他认为，现在实行的反革命罪，是思想标准重于行为
标准，这会造成许多混乱。 因此，他建议：取消反革命罪，
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有惊无险的“审查风波”
文章写成后，徐建去投稿，北京的杂志却不敢发。 这

篇文章后来被四川《探索与争鸣》杂志的编辑发现，并刊
登在该杂志 1981 年第一期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最强烈的批评， 来自当时一个中央领导的批示：“我
们和反革命斗争了几十年， 人民大学居然有个学生要取
消反革命罪，该当何罪，彻查。 ”

校党委委托法律系总支书记李焕昌找徐建谈话。 李
焕昌是一个老革命，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指导员的原
型，后来调到了人民大学。

“他当时是考察我是不是有反革命动机，是不是为反
革命鸣冤叫屈，听了我讲的以后，觉得还有点道理。 虽然
他不是学法律的，但是他也能听得懂。 ”徐建告诉记者。

后来，李焕昌又去询问法学教授们，徐建的老师都站
出来为他鸣不平。

最后，李焕昌断定，徐建根正苗红，不会反党，只是对
学术有不同看法。他在给学校的报告中说，徐建是学术问
题，不是政治问题。

就这样，这场风波不了了之。
直到现在， 徐建也不知道当时点名批自己文章的中

央领导是谁。 写论文时，徐建并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自己
是一片赤子之心，事后回想，他很后怕。因为他很清楚，如
果被认定有罪，这就是典型的反革命罪，至少要判 10 年
刑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 30 期 黄艾和/文）

徐建：喊出“取消反革命罪”的第一声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同志有一方“三级服装加工部”的印章，他在《突围》
一书中，讲述了印章背后那一段“做衣难”的故事。

1978 年的初春，我需要买一件夏天穿的短袖衬
衣，在北京一连跑了七家商店，竟然买不到一件合
适的。夫人建议说:“别再跑了，还是买块料子找个裁
缝店去做吧。 ”于是我们买了一块仿绸料子，去找个
地方做。 谁知从西单找到甘家口，都说他们做不了。
原因是说我是特殊体型， 他们只能做标准体型的。
这使我非常纳闷，我真不知道自己的体型“特”在哪
里。 想来想去无非稍微胖一些，可对一个四十多岁
的人来说，胖得并不过分。 这时真感到非常无奈。

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继续“奋斗 ”，锲而不舍地
再去找。 到了四道口，终于找到一家说可以做的裁
缝店。 裁缝师傅量好了尺寸，我便问他什么时候来
取？ 回答说 11 月。 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心想做这
么一件衣服怎么会要大半年的时间呢？ 便同他商量
说:“能不能请你们帮忙赶一赶。 ”他很干脆地说:“不
行。 你看，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接的活儿都快要堆到
屋顶了，怎么做得过来呀？ ”我一看，他说的也确是
实话，便向他建议说:“既然活儿这么多，为什么不多
找几个人呢？ ”“多找几个人，您说得倒轻巧，您是劳

动局长吗？ ”我方才恍然大悟，才想起增加劳动指标
不是那么容易批的，只好要回衣料继续去碰运气。

兜了一个大圈子后， 到了王府井东安市场，在
市场的西北口有一家绸缎店，店内挂了一个可以做
衣服的横幅，他们说可以做，但同时营业员指着那
横幅，让我看一看。 我抬头仔细一看，那红布上粘的
白纸剪的字是:“三级服装加工部”。我不懂是什么意
思，他解释说:“就是加工技术水平低，也就是说做坏
了不赔”。 这种“坦率”真叫人哭笑不得。 量好尺寸，
办好手续，取衣的时间也还算说得过去。 总算带着
“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高兴地回家了。

约定的取衣时间到了，先后去取了两次 ，都说
还没有做好。 按照第三次约定的时间去取，结果衣
服大得像日本人穿的和服，还有在口袋、袖口和下
摆缝的线条全都是波浪形的，很难看。 谁知他们不
但无一点歉意，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早就告诉您，
这里是‘三级服装加工部’，做坏了不赔，您硬要在
我们这里做，现在又埋怨我们做坏了。 ”听了他们这
番话，我自知“理亏”，只好拿着这件实在不能穿的
衣服，颓然走出这家“三级服装加工部”。
（摘自《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 李岚清/著）

1978年：春天做衬衫 让 11月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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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事。

10 月 24 日，曾亲自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
日本战犯审判工作的倪征先生的女儿倪乃先展示
了倪先生的手写笔记，讲述了庭审上一则关于“谈
虎色变”的细节。

土肥原贤二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 但是
一名证人在庭审中竟说他是 “忠厚坦白、 和蔼可
亲”的人。 倪征援引报刊内容念道：“华南人士一闻
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 ”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马上说：“我反对！ 这份证
据是在说一只老虎，跟本案没有关联，请求法庭不
予采纳！ ”庭长问：“这份证据是在说动物吗？ 请说
明，否则将不予采信！ ”

倪征向庭长反问道 ：“您的小孩一直哭闹不

休，您怎么办？ ”庭长回答道：“我会吓唬他。 ”
倪征又问：“您怎么吓唬他？ ”庭长说：“我会跟

他说我不再爱他了。 ”倪征说：“谢谢！在中国，很多
父母会吓唬孩子说，你要再哭老虎会把你叼走的！
这上面写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中国的华南地区，中
国的父母吓唬哭闹的孩子是这么说的：你再哭！ 土
肥原贤二、 板垣征四郎就来了！ 孩子马上就不哭
了。 ”

法庭上传来一片笑声。 倪征说：“还需要我再
仔细地讲解一下，老虎有多凶残吗？ ”最终法庭决
定该证人的所有证词全部不予采信。

（摘自《京华时报》10.25）

成 语 故 事 反 击 证 人

“街头裁决”非长久之计
宁波官方宣布停止推进 PX 项目，

这起连日来轰动全国的重化工立项争
议， 以公众已经很熟悉的方式得到解
决，那就是当地民众上街激烈抗议，官
方被迫彻底让步。 从厦门到大连，再到
什邡、 启东， 同样的故事情节反复上
演。 抗议活动暴露了官民有效互动的
完全缺位， 很多地方在解决重大公共
难题时几乎是束手无策。 中国的市民
阶层在逐渐中产阶级化， 他们的环境
意识很强。 国家必须建立一套公开透
明、并且合法有效的重化工立项程序。
它再不能是走过场， 新的立项必须在
得到当地大多数人的自愿接受的情况
下才能上马。

（摘自《环球时报》10.29）

可敬的“犯贱”
央视记者柴静博客里有句话：“看

见喜欢的，就得主动犯个贱”。 她最近
去英国布里斯托市，BBC 的自然历史
部在那儿。 她本来只是拍点别的片子
的镜头，在那儿碰上了《冰冻星球》摄
制组的制片人凯瑟琳，就直接采访了。
上头没给这个任务， 也知道拍了可能
没地方播， 但是她产生了主动犯个贱
的念头。 在权、钱、色面前主动犯贱的
人，常常可见，这是“可怕的犯贱”。 可
是， 还多少人还能有柴静那样的职业
态度 ？ 这样的 “犯贱 ”，是 “可敬的犯
贱”！
（摘自《中国青年报》10.31 周云龙/文）

青年“求稳”不是国家之福
2013 年度的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

突破 150 万， 再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
时，“扫马路”的工作竟然也遭“疯抢”。
哈尔滨市环卫系统近期公开招聘驾驶
员、汽车维修员和清洁员，结果却引来
万人“争抢”，年龄在 30 岁以下，近半
数为本科学历， 而且还有 29 名硕士。
这恐怕是“事业编制”的招牌发挥了决
定性作用。 近年来年轻人扎堆儿去挤
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企， 被称为
“稳一代”。 如果年轻人普遍趋于安稳
和保守，那实在不是一个国家的福音。
有什么样的青年， 我们的社会就会有
什么样的未来。 （摘自《中国青年
报》10.25 包丽敏/文）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走在街
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 睡在屋里的
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
像破烂一样丢在街上。

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
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 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
顾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 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
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
在几年内死绝。

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
惊慌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 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
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 已
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 到机
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
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
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
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 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
的香蕉。 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 花店里水仙

仍然香得浓郁。 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
到远方。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
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
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 打开水龙
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

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摊
上仍旧卖着报纸，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儿园里
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
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

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
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 幸福就是，头发白了、
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
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 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
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
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

幸福就是，十五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
眼睛清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 幸福就是，早上挥手
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
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摘自《杂文月刊》2012 年 11 月<下>龙应台/文）

幸福就是不恐惧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 人们
如何在崇拜英雄的同时， 客观地
看待和承认人性的软弱？ 基于人
道主义的理解，美国人承认，人有
恐惧和胆怯的天然权利。 对于那
些产生害怕和恐惧的人， 不仅不
能歧视，反而应该理解和同情。 下
面这件事情就很能引人深思。

上世纪 90 年代，一架联合国
维和部队的美国飞机在波西尼亚
执行任务时， 被塞尔维亚族游击
队击落。 美国飞行员跳伞后隐藏
在草丛里， 面临着塞族游击队的
搜捕。 飞行员身上携带的一个简
易信号发射器发挥了作用， 美国
人从航空母舰上派出直升飞机，
追踪到了这个微弱信号，最后，竟
然神奇地从塞族游击队的包围圈
里，将他救了出去。

经历了这次生死考验后，回
到美国的飞行员成了这个国家众
所周知的名人。 除了被邀请到白
宫和克林顿总统共进午餐， 还被
邀请到收视率极高的访谈节目里接受采
访。

在我从小经历的教育里，一个优秀的
士兵应该告诉人们的是，自己如何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如何不成功便成仁，如何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 可是，这位美国士兵在
访谈节目的大部分时间里，却毫不隐讳地
讲述着事情发生时自己无法抑制的恐惧
和害怕。 他谈到自己当时藏在草丛里，看
到塞族游击队员的大皮靴多次从自己身
边经过，他简直害怕极了，心想这下自己
没命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母亲，也见不
到自己心爱的姑娘了，再也见不到家里那
只可爱的狗了，再也吃不到麦当劳和肯德
基了。

看电视的美国人，大都被感动得热泪
盈眶。 这个士兵所表达的，只是人类本身
真实、脆弱和柔软的一个侧面。 从某种意
义上， 既崇拜英雄又承认人性的软弱，构
成了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相互尊重、相
互理解、和平共处的基础。

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是这种思维方式
最基本的出发点。 多数美国人认为，在战
争中，当军官和士兵已经尽了努力，但不
幸陷入绝境，如果继续抵抗，只能是徒劳
无益的无谓牺牲，在此种情况下，投降不
仅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反而是一种正确
的选择。 （摘自《联谊报》 周大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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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哪个年代，像今天这
样，“汉奸”横飞，犹如口水，泛滥在
大多国人的嘴角。论及国事，一言不
合，便怒斥“你这个汉奸”。 前不久反
日潮涌，“汉奸”作为利器，为爱国的
壮士所挥舞， 寒光
过处，人头滚滚。连
李娜这样的运动员
都未能幸免。 举国反日，她却去东京
参加泛太平洋公开赛， 令爱国者怒
不可遏， 汉奸的帽子便如泰山压顶
扣在她头上。

这些批判者，其实毫无逻辑和理
性可言。首先，汉奸的定义已经不再适
用于此时此地。 从字面来讲，所谓汉
奸，当指汉族的奸贼，或汉朝的奸贼
(故清人推断“汉奸”之说始于汉朝)。今
日中国，虽汉族人最多，却非单一民族
国家，而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那些卖国贼，侵犯的是五十六个民族
的共同利益，而非汉族一家的利益，你
斥他们为汉奸，置少数民族于何地？汉
奸批判话语的流行，实则破坏了民族
团结。所以有人提议，“汉奸”一词可休
矣，而应代之以“华奸”。

不论汉奸还是华奸，所诉诸的对
象必须是国家利益，而非一党一派一
家一姓的利益。 那么何为国家利益
呢？ 譬如我脚下的土地明明属于中
国，你偏偏说它属于日本，这等言论，

骂一声“汉奸”，便不冤
枉。 然而，李娜去日本
参赛，尚且上升不到出

卖国家利益的高度———假如李娜替
日本比赛，或者将老人的言论置于文
革，“汉奸”的标签怕就粘牢了。 批判
他们为汉奸， 或者不明国家的权界，
或者故意以私人的利益去混同、遮蔽
国家的利益，甚至将自家的书房视作
国家的公堂，主张“朕即国家”，但凡
批评我者，即批评国家，即为汉奸。至
此，“汉奸”彻底脱离了本相，内涵被
严重败坏，沦为了政治臆想症患者的
独门暗器。

百年以来， 对汉奸的批判与制
裁，最严厉的做法，当是诉诸法律和
政令。 政治与道德批判貌似不会伤
害汉奸们的人身权， 实则是一种更
可怕的暴力，因其无度，所以恐怖。
（摘自《中国经营报》10.1 羽 戈/文）


